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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古至今，气候变化特别是周期性气候变化，一直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从旧石器

时代人类起源迁移、新石器时代文化文明演变、历史时期王朝兴衰更替，到工业化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动

荡等，无不留下周期性气候变化影响的烙印。本文依据近年来古气候、古人类、环境考古等研究的新证据、

新进展，从周期性气候变化的角度审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关键节点的气候特征；通过典型案例，

介绍和分析旧石器、新石器、历史时期不同时空尺度周期性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

讨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关系认识的异同，阐述在学科交叉背景下研究气候

与人类活动关系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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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climate change, especially periodic oscillation, has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Periodic climate change left its 
imprints in the origins and migration of humans in the Paleolithic Age,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Neolithic Age, the rise and fall of dynasties in historical periods, the socio-
economic turmoils in the era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all other anthropological issues. On the 
basis of new evidence and progresses in paleoclimatology, paleoanthropology, and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examines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at various development 
stages and key nodes of huma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iodic climate change. Using 
typical study cases, it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periodic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at different temporal and spatial scales in the Paleolithic, Neolit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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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istorical periods, involving the link of periodic climate change to human evolution and 
migration during the Paleolithic Age, the association of periodic climate change with cultural 
succession as well a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during the Neolithic Ag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iodic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since the historical 
period, and new viewpoints on the mechanisms of periodic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social 
adaptability; it also discuss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relationship of climate change to human 
activities, and expounds  a new paradigm to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is new research paradigm involves progresses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ories, methods,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and social-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us must  be considered in future studies: 1) 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al and scattered 
evidence of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into continuous temporal-spatial sequences of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e,g., rate of change, speed, amplitude, threshold) and,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multi-source, multi-scale, high-dimensional and complex spatio-temporal dependence of data; 2) 
merging the case study into the statistical test of big data, and distinguishing the climate-culture 
phenomena and nodes associated with periodic changes and event superpositions at different 
time scales through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Bayesian probability and probability inference; 
3) carrying out systematical studies on the representative signs of cultures and their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different scenes of history and prehistoric periods, and establishing linear-nonlinear 
relationships models among human activities, cultural changes, and variations of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4) having a clear understanding that the studies of 
paleoclimate changes are providing evidence of multi-layered interaction for the study of earth 
system science together with the studies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instead of just serving for 
interpreting past human activities.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periodically; human activities; cultural succession; Interdisciplinarity;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1 前言

目前，气候变化可能正以超过历史记录的速度推动着环境生态的变化或转型，这无疑

是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 [1-3]。过去数百万年以来，人类就曾屡次面对过类

似的遭遇，经历了从依附自然、利用自然、到试图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程，塑造了今天的

文明 [4-8]。现今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格局，是在气候长期演变背景下形成的。地

球气候经历了构造尺度（10~1 Ma）、轨道尺度（100~10 ka）、短时间尺度（1000~10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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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超短时间尺度（年代际 - 季节性）等不同时间尺度的变化 [9]，在不同时间尺度上，气候

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有不同的特征和模式。要客观认识现今人地关系的规律和趋势，有

必要回顾过去不同时间尺度气候变化背景下人类社会适应发展的历史。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有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社会发展与气候环境变

化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到自然科学领域的自然选择、协同演化等生物学重大理论性问

题 [10-12]，而且也涉及到社会科学领域的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与意识形态有关的重大

理论性问题 [13,14]。随着多学科交叉研究深入、新证据的积累和新方法的应用，逐渐深化对

人地关系机制的理解。

总结近年来相关研究案例，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开始通过古气候参数定量重建 [15-18]、

量化人类活动（文化）指标，推进了气候变化与文化演替因果关系的判别研究 [19-21]；通过

探索多学科交叉研究范式，建立了人类活动 - 环境变化适应性循环研究新方向 [22,23]。从研

究证据上来说，大致分为 3 个方面：1）灾变性气候事件与人类文化演替的关系，例如洪水、

干旱、地震、火山事件等对人类社会活动产生的重大影响 [24-27]；2）周期性气候变化与人

类文化演替的关系，例如认为十年 - 百年际时间尺度的周期性气候振荡，可能对游牧迁徙、

人口变动、战争频率、王朝更替等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有深远影响 [22,29-32]；3）人类社会对

气候变化的弹性适应（social resilience），涉及到考古学文化对气候事件或周期性胁迫的

敏感程度和阈值研究等 [23,33-36]。

其中，周期性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关系研究，由于其在证据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可

重复性，在时间尺度方面具有多样性，在发展趋势方面具有可预报、预警性，从而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本文试图根据国内外部分周期性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关系研究案例，特别

是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展的相关工作进展，探寻旧、新石器以及历史时期以来，人类是如何

在适应大幅度周期性气候变化过程中壮大了种族、发明了农业、繁荣了文化、发展了文明

的，以及如何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和谐发展的，以期探索不同时间尺度周期性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规律和可能机制。

2 旧石器时代 周期性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

进入新生代以来，大约从距今 65 Ma 开始，地球气候进入了变冷的模式，温度逐渐

下降，先后经历了 3 个不同的宏观场景，分别是从两极无冰、到单极（南极）有冰、到

今天两极有冰的冰室地球 [9,37]。广义上的人类 （Hominina, 人亚族，灵长目中习惯性两

足直立行走的种类）起源的时间，大致发生在从单极有冰向两极有冰的过渡时期（距今

7-5 Ma）[38,39]；直立人走出非洲的时间，发生在两极有冰以后，在大约距今 2 Ma 前后走

出非洲走向欧亚大陆 [40,41]。

在上述过程中，有两个关于人类发展与周期性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受到关注：1）周

期性气候变化与古人类演化；2）周期性气候变化与人类迁移。

2.1  旧石器时代：周期性气候变化与古人类演化

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多个古人类成员，从早期的托麦人（Toumai, 距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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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Ma）、仟僖人、地猿始祖种，到多种纤巧（细）型南方古猿、粗壮型南方古猿、能人、

直立人和现代人的演化 [42]，在这期间气候变化过程有两个特点：1）随着时间的推移，气

候温度整体下降；2）随着温度整体下降，周期性（轨道尺度）气候变化幅度频率出现阶

段性变化 [38]。早期人类演化与气候变化关系显示，一些早期人类重要成员的出现、绝灭

和扩散，与高频率的气候波动周期相吻合 [43,44]。 
Potts 根据尼罗河流域沉积记录变化序列，识别出在非洲东部距今 5 Ma 以来气候经历

了 32 个气候干与湿的高频率波动期（High climate variability, H1~H32）和 31 个相对稳定

期 [45]。其中有 8 个高频率波动期持续时间较长（t>192 ka），由新到老分别为 H2、H9、
H14、H17、H18、H19、H30 和 H31 [43]。研究显示，早期人类重要成员的出现、绝灭、

扩散的时间与这 8 个高频率气候波动期的时间节点相吻合。例如，H14 期（约距今 1.9-
1.7 Ma），直立人（Homo erectus）在非洲出现，脑容量扩大，走出非洲；H2 期（约距今

358-50 ka），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在东非出现，并快速扩散至欧亚大陆 [43,46]。

越来越多的证据揭示，气候周期性高频波动期有可能是早期人类成员演替的关键期，

类似生物有机体应对气候环境波动的适应方式，通过基因适应自然选择，倾向于一种等位

基因或基因变体，帮助有机体适应快速高频的环境变化 [47]。气候周期性波动频率、幅度

变化，明显受地球轨道偏心率和岁差周期的控制，偏心率大，岁差变化强烈，可以形成气

候周期性高频波动期 [45,48]，也是新人类成员出现、种类演替的关键时期。

我国泥河湾地区有连续的第四纪黄土 - 湖泊高分辨率周期性气候记录和丰富的古人类

活动遗存，有希望在周期性气候变化与古人类适应等方面获得新证据和新认识 [49,50]。

随着气候变化，人类祖先逐渐增强了他们应对栖息地变化的能力，而不是专注于单

一类型的环境。扩大适应性、多样性的程度，选择新的栖息地，对任何生物世系的延续都

是重要的，人类也不例外。

2.2  旧石器时代：周期性气候变化与古人类迁移

距今约 2 Ma 以来，地球在逐渐变冷的过程中，气候变化经历了 30 多次冰期 - 间冰

期旋回，温度变化幅度快速增加，从早期的 2-3°C 的变化，到中更新世革命（MPR, mid-
Pleistocene revolution，约 900 ka BP）以后，逐渐达到 8-10°C 以上的变化；气候变化周期

也发生了从 40 ka 向 100 ka 主控周期的转变 [38,51]。在这个期间，人类多次走出非洲、向外

迁移，有关迁移的过程、方向、动力以及是否与周期性气候变化有关，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一种观点认为“气候变化温暖期，温暖的气候引导人类多次走出非洲”[52]。非洲古人

类向欧亚迁徙需要应对沙漠、季节性加大、冬季寒冷等挑战，超长间冰期可能为古人类大

规模持续北迁提供适宜的气候环境条件，例如，中更新世 MIS 15-13（MIS, marine isotope 
stages；深海氧同位素 15-13阶段，600-500 kaBP前后）阶段是北半球整体温暖的超级间冰期，

非洲沙漠区消退，与阿舍利手斧从非洲向欧亚地区大规模传播以及人类遗传学证据指示的

人类扩张时间是一致的 [53,54]。温暖气候为人类适应北半球高纬度环境提供了机遇。

也有观点认为，气候寒冷期也是促使人类向外迁徙的重要时期。Timmermann 等认为

在寒冷的末次冰期人类多次走出非洲。他以过去 125 ka 气候与海平面变化为背景，建立

了智人扩散模型，模拟结果和考古证据表明，在距今 106-29 ka 期间，现代人类曾经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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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阿拉伯半岛走出非洲（106-94 kaBP、89-73 kaBP、59-47 kaBP 和 45-29 kaBP）；而且

在每次走出之前，非洲都遭受过长时间的旱灾，揭示了短时间尺度气候变化在人类迁徙过

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驱动作用 [55]。

气候温暖期和寒冷期的环境格局是不同的，在寒冷的末次盛冰期（LGM, Last Glacial 
Maximum，22-18 kaBP），全球海平面下降 120-130 m，广泛出露的海岸带有可能方便了

人类的迁移 [56]，海岸带分布的地理位置，有可能影响了人类迁移方向。是否存在寒冷冰

期人类沿海岸带从非洲大陆大概率向东南亚 - 澳大利亚迁移、温暖期更方便人类向北 - 地
中海 - 欧洲大陆移动的可能性？这还需要更多环境考古的证据去验证。

3 新石器时代 周期性气候变化与文化演替

末次冰消期到全新世转暖过程中，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渔猎采集、作物驯化到农业社

会的重大转折，尽管全新世期间周期性气候波动的幅度相对末次冰期期间要小很多，但周

期性气候变化与新石器文化文明演替、农业起源关系的证据和研究案例更为丰富。

3.1  新石器时代：周期性气候变化与文化演替

有关新石器以来文化演替、文明起源的驱动机制，一直是科学界关注和争议的问

题 [8,57,58]。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多认为，主要是由内部社会发展驱动的；自然科学领域的

学者多认为，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驱动的 [29,32,59-6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文化

演替、文明起源的驱动机制是复杂的 [1,62]。气候变化与文化事件研究的证据和方法，经历

了从简单的定性对比，到对具有准确定年的、量化的高分辨率气候参数（温度、降水等）

与文化强度（人口等）变化序列的统计分析。

3.1.1 定性对比分析

依据逐渐积累的国内外考古学证据和古气候研究的成果对比，初步揭示出新石器时

代短时间尺度周期性气候变化与文化演替的大致关系。Hinsch 较早根据气候 - 农业 - 文化

关系的逻辑论述了中国新石器 - 历史时期，社会文化以农为本，在气候变化面前格外脆弱；

从新石器时代至清朝，气候温暖期与寒冷期周期性变化的过程，对应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

明较量与整合的过程。在温暖期，中国经济繁荣，民族统一，国家昌盛；在寒冷期，经济

衰退，游牧民族南侵，多农民起义，国家分裂，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等 [63]。

针对北温带草原地区，吕厚远通过对新石器以来气候变迁与北温带草原文化关系的对

比分析，揭示出 10 kaBP 以来存在约 500-800 a 的气候变化周期，在气候寒冷期，对应了北

方游牧民族的南移。认为“如果新石器以来气温的升降幅度按 2-4°C 计算，气温等值线在

纬度上的迁移幅度应达 3-6 度，如果这种气候变化导致的水热条件的变化在 200-300 a 期间

能够完成草原植被的演替及草原的迁移，那么草原带的迁移幅度至少 300-500 km；随着在

大约在 2.8 kaBP、4.2 kaBP、5.5 kaBP、6.9 kaBP、8.2 kaBP 前后气候出现显著的降温，从东

亚到西亚的草原文化，也随之向南扩展”[30]。由于全球变化的同步性，从东亚到西亚草原

文化，向南扩展也呈现同时性，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界限对应了显著的气候变化的节点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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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文化区，韩建业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文化的实力、内部统一性和对外文化

关系，呈现出 2000 a 左右的周期性变化，表面上看只是中原文化自身发展的韵律，深层

次上是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繁盛期分别对应了 3 次气候温暖期，受气候变化

的影响非常明显 [64]。在这种周期性的变化过程中，中原文化得以呈螺旋式发展壮大，“中

国相互作用文化圈”的范围由小到大、内部联系日趋密切、认同感日益加强，具有历史意

义的“早期中国”从酝酿至雏形到最终形成。

在北美大陆，Munoz等研究了涵盖缅因州到宾夕法尼亚州的500余个考古地点的证据，

包含 1887 份 14 kaBP 以来的 14C 数据、63 个剖面花粉记录等气候和文化的数据。分析发现，

在 11.6 kaBP、8.2 kaBP、5.4 kaBP 和 3.0 kaBP 几乎所有文化演替的时间，都恰好发生在

生态环境快速变化的时期 [61]。

在印度季风区，同样存在千年尺度周期性气候变化与文化演替的关系。Rawat 等根据喜

马拉雅南坡贝德尼昆湖（Bednikund lake）沉积记录的高分辨率气候序列，揭示出印度河流域

哈拉帕文明（5.2-3.3 kaBP）和吠陀文明（3.4-2.4 kaBP）的演替与周期性印度季风变化有关，

在印度季风增强、降水增加期间，文明建立并繁荣，印度季风减弱期则对应着文明的崩溃 [65]。

上述研究工作表明，不同区域短尺度周期性气候变化与文化演替存在密切联系，但

是这种联系在不同区域之间是如何对应的，如何检验这些关系的可靠性？如何获得精确定

年的、高分辨率气候重建记录和人类活动 - 文化变迁的定量指标，是影响深入研究气候变

化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关键所在。

3.1.2 定量统计分析

最近，来自中国东北龙岗小龙湾玛珥湖年纹层沉积的孢粉记录，提供了全新世以来

准确定年的年际 - 年代际分辨率气候变化证据，通过对距今 9260 a 以来植物花粉种类和含

量变化的分析，揭示出适应温暖湿润气候的栎属等花粉含量以及花粉组合第一主成分呈现

周期性变化；谱分析呈现出显著的 500 a 周期，但是每个周期的波动幅度并不一样，500 a
气候周期，叠加在中全新世暖湿期（7-5 kaBP）总体变化趋势上 [29]。

同时，利用考古遗址 14C 测年数据概率密度方法 [66]，重建了具有高精度年龄框架的、

量化的史前人口变化记录。通过全面系统获取的我国东北和华北北部 627 个考古遗址 14C
测年数据，在排除大误差样品和其他无法反映人类活动的材料数据之后，进一步通过卡方

检验进行数据合并，减少遗址间或同一遗址不同时期人为采样的偏差 [15,29]。利用国际通用

计算方法和希尔伯特黄变换（Hilbert-Huang Transform）[67]，获得了 8-2 kaBP 期间反映人

类活动强度的 14C 概率密度曲线和经验模态分解出的稳态频率信号。谱分析结果表明，人

类活动强度变化同样具有显著的约 500 a 主导周期 [29]。

统计检验分析表明，花粉记录的气候变化和 14C 概率密度揭示的人类活动存在约

500 a 周期的同步变化。气候周期性的暖湿 / 冷干与人类活动的强 / 弱，以及与文化的盛

或衰的过程显著相关（图 1）。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化演替都与 500 a 气候周期对应，

在东北地区史前六个文化繁盛期中（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只有红山文化（6.5-5.0 kaBP）出现例外，几乎

涵盖（跨越）了中全新世 3 次 500 a 周期而没有衰退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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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最具代表性

的新石器文化之一，目前位于东亚夏季

风北部的边缘区，其生态环境对周期性

气候变化敏感；但与红山文化期对应的

中全新世是夏季风最强盛的暖湿期，当

时夏季风北部边缘区会进一步向西北迁

移，可能抑制了该区 500 a 气候周期信

号的强度，难以击垮一个“社会弹性”

已经很强的文化体系，包括增强土地利

用的集约化农业、居住地和宗教活动的

变化，以及精英阶层获得的空前的祭祀

权力等。直到 5 kaBP 前后，中全新世

后期快速的变冷同时叠加了 500 a 周期

冷相位，加速恶化的气候击垮了红山文

化社会弹性的底线。进一步研究发现

500 a 周期性气候演化与太阳活动引发

的厄尔尼诺 - 南方涛动的频率有明确的

关系。

对于新石器时期文化与气候关系

的研究，正在经历从定性分析到量化统

计检验的过程，明确量化环境变化因素

在文化变迁中的贡献，揭示不同区域、

不同时间尺度周期性气候叠加和文化变化的节点、变化阈值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非线

性过程，仍然是今后长期研究的难题和切入点。

3.2  不同周期性气候叠加与农业起源和发展

不同时间尺度周期性气候叠加，是古气候演化过程的常态 [9,68]，在现代大气系统中经

常以非平稳、多层次、奇异突变的状态出现 [69]。在晚更新世以来冰期 - 间冰期万年尺度

的气候变化中，叠加了千年尺度的 H（Heinrich）准周期性事件和 D-O（D-O: Dansgaard-
Oeschger）振荡周期 [70-72]。被认为是 H0 的新仙女木 -YD 寒冷事件（YD: Younger Dryas 
event, 12.9-11.7 kaBP），叠加在末次冰消期向全新世变暖的万年尺度气候变化相位上，是

地球显著转暖（博林 - 阿勒罗得暖期，BA: Bølling/Allerød, 14.5-13 kaBP）过程中的一次“倒

春寒”，全球农业从此在中南美洲（玉米 Zea mays）、西亚（小麦 Triticum spp.）、东亚（黍

Panicum miliaceum、粟 Setaria italica、水稻 Oryza sativa）3 个中心区域出现，人类进入了

选择以禾本科植物为主要驯化农作物的农耕文化新纪元。

人们已经意识到，农业的起源可能是对 YD 环境压力的反应 [59,73,74]。无法解释的是，

至少在晚更新世期间，类似 YD 快速变化事件（H1-H8 事件）发生多次，为什么只有到

YD 以后农业才开始出现（时间）？又是什么因素导致只在中南美洲、西亚、东亚几个全

图 1  东北亚地区全新世 500 年周期性气候和人类活
动的同步变化 [29]

Fig.1  Synchronous changes of Holocene 500 year 
periodic climate and human activities in Northeast 

Asia（by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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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相互没有关联的中心地区几乎同步出现（地点）？如何解释人类从自然界几十万种高等

植物中特别宠爱禾本科植物进行驯化（种类）？这是迄今农业起源研究还没有回答的 3 个

相互关联的（时间、地点、种类）最基本的问题。

我国东部地处东亚季风区，拥有旱作和稻作两套农业体系，孕育了悠久的农耕文明，

是研究气候周期性变化与农业起源、文化演替关系的关键区域。本文作者课题组 20 多年

以来通过对我国古气候定量重建、人类活动和旱作、稻作农业起源的系统研究 [15,16,75-86]，

发现末次冰消期以来，有 3 个气候变化与农作物驯化同步的关键时间节点：约 14.5 kaBP
开始增温（BA 博林暖期）、约 12 kaBP 突然变冷（YD 事件）、约 10 kaBP 以来长期增

温阶段（全新世温暖期），分别与水稻的出现、水稻消失（衰退）、和水稻、黍、粟的驯

化完成，以及人口变化过程 [15] 在时间上是对应的（图 2）；并发现和明确了东亚农作物

驯化需要 2-3 ka 以上长期驯化的证据和观点 [75-86]。

基于农作物驯化是长期过程的事实 [75-86]。在末次冰期期间，气候寒冷，尽管存在千

年尺度气候波动（D-O 旋回、H 事件），但是一直缺少持续 2 ka 以上的稳定的温暖期，

缺少完成水稻、黍、粟驯化的气候条件；约 14.5 kaBP 开始了历时约 2 ka 左右的逐渐升温，

促进了区域资源和人口增加 [15]、水稻开始利用采集（驯化？）[75]；12 kaBP 的突然降温，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温幅度达 5-6°C 左右，又导致水稻驯化中断、资源减少，但人口已经

增多 [15]；在人口多资源少的压力驱动下，在 10 kaBP 以后的持续升温过程中，完成了黍、

粟、稻的栽培驯化 [76,78,83,86]。

从目前人类选择采集 - 驯化植物种类的过程和证据看 [15,77,79]，晚更新世以来的广谱革

命（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大致经历了从开始的采集坚果类木本植物 → 双子叶草

本植物 → 单子叶草本植物，到最后选择一年生、季节性生长、自花授粉的禾本科植物的

过程。无论美洲起源的玉米、西亚的小麦、东亚的水稻、黍、粟等禾本科植物，他们都是

以生长期短、成熟快、可以适应快速气候变化、自花授粉利于选择过程中遗传性状保留、

果实大而且方便储存过冬的植物，成为不同地区早期人类为应对食物短缺、有意或无意、

不约而同选择的目标。因此，能够适宜繁衍这类禾本科植物的区域，不仅是季节性气候变

图 2  东亚农业起源气候周期叠加驱动的可能机制 [15,16,75-78,83]

Fig.2 Possible mechanism of climate cycle superposition driving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East Asia[15,16,75-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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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的区域，同时也应该是受到 YD 事件显著影响的区域，大概率才有可能成为农业起源

的中心区域，形成农业起源时间、地点、种类相互关联的完整的证据链。

事实上 YD 事件并不是全球性寒冷事件。在南半球 YD 事件并没有变冷，甚至出现

变暖的“跷跷板现象”[87]。在北半球，YD 事件影响程度从高纬度向低纬度总体是逐渐减

弱的，但是从植被生态、土壤发育的背景看，冰后期高纬度大面积依然被冰川、冻土覆盖，

缺少土壤积累，而在低纬度赤道地区依然是茂盛的森林植被 [88]。只有在北纬 30-35 度线

附近的中美洲、西亚、东亚内陆大江大河流域，包各大河延伸的大陆架区域，既是 YD 影

响相对显著的地区、也是土壤发育、适宜禾本科等草本植物繁衍的森林草原 - 草原地带，

更是副热带高压影响的季节性最显著的气候区。

基于 YD 事件显著影响的区域气候和土壤、植被生态分布特点，依据古气候和农业考

古的证据，从环境、社会、人类认知几个方面考虑，我们认为 20 kaBP以来气候转暖（BA）、

又突然降温（YD）、然后持续升温的气候周期叠加驱动，是农业最早在 3 个中心区起源

的重要驱动机制。相对过去农业起源的“绿洲说”“边缘说”“人口压力说”“竞争宴享说”

等各种假说 [89]，气候周期叠加驱动机制不仅可以回答全球农业为什么在 20 kaBP 以来起源，

而且可以回答为什么最早在中南美洲、西亚、东亚几个中心区域起源等难题。

本文把农业起源气候周期叠加驱动机制，称之为“BA-YD资源压力说”，或者说是“博

林 - 新仙女木叠加驱动资源压力说”。YD 事件的寒冷程度并不比 H1~H8 事件更寒冷，但

它是在长周期全球升温、万物复苏过程中叠加的寒冷事件，同时随着冰消期海平面上升、

促使生活在大陆架的人群向海岸带迁移，进一步打破了北半球中纬度森林草原 - 草原区域

正常的人口与资源的平衡变化趋势，徒增了人类群体生存性资源压力。人类在广谱革命的

适应探索过程中，受益于单位面积“采集农业”资源养活人口的数量远大于狩猎人口数十

至百倍以上，选择生长期短、成熟快、果实方便储存的禾本科植物进行栽培，或从无意到

有意的驯化，成为人类社会适应气候环境变化的最佳选择、也许是最辛苦的选择。

进入全新世以后，依然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气候变化，不仅对新石器时期文化发展演

替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历史时期已经繁盛的农耕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64,90,91]。

4 历史时期以来：周期性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复杂性

相对史前气候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历史时期更多的案例 [20,32,36,60] 吸引了自然科学、人

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学者依据更具体的文献证据、发表了更短时空尺度的研究成果 [26,92,93]，

丰富了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

综合近年来的进展，大部分是以传统农业（游畜牧业）为经济基础的文化演替为对象，

研究历史时期周期性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另外，是以近百年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

近代场景，分析气候周期性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4.1  以传统农业（游畜牧业）为经济基础的历史场景

与新石器时期研究相似，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即：1）是通过区域气候 - 文化变

化节点的对比；2）是通过气候 - 生态 - 文化量化关系的统计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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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区域气候 - 文化变化节点的对比研究

许多古气候学家与历史学家相信，大规模、长时期的战乱、大一统朝代和强大帝国

出现的背后，多数有区域气候变化的身影。许靖华先生从全球角度介绍了近 4 kaBP 来有

4 次准周期性变冷期（2000 BC、800 BC、400 AD 及 1600 AD 左右）影响了欧洲不同地区

的降水形式，在欧洲北部变得更潮湿，而中低纬度地区变得更干旱；这两种变化形式的快

速变化都不利于农业生产，造成庄稼歉收和大面积饥荒，对应了历史记载的民族大迁移 [26]。

在西亚，3000- 2000 BC气候变冷同样影响了地中海 -西亚地区的环境格局和文化变迁。

安田喜宪教授指出，北纬 35 度线是西亚地区一个重要的分界线，气候变冷在界线以北形

成冷湿的环境，以南形成冷干的环境，显著影响了人类活动和文化演替 [94]。

在东亚，以我国周期性气候变化、北方农牧交错带变迁、人口迁移和中原王朝演替的

有关研究案例为代表 [22,32,92,93]。总体的逻辑解释与史前新石器时期类似，气候恶化都会削减

农业产量，产量减少会引发饥荒、抗税和国家权力的削弱，在前期温暖气候条件下积累的

人口扩张加剧了生计资源的短缺，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社会危机多在气候恶化期间爆发 [95]。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例都存在相同的模式，许倬云先生通过对东汉 - 南北朝历史史料

分析，明确了 4 个寒冷时期（90-130 AD，180-200 AD，270-330 AD 和 410-540 AD），但

他没有发现北方游牧民族大肆南侵的记录，认为“天气与人事间，难以建立密切因缘”[96]，

不符合寒冷干旱驱动游牧民族扩展说；并指出“寒冷干旱驱动”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需

要更深层次的思考气候变化与游牧社会间的关系。

许倬云先生所有记录的时间尺度，是年际 - 十年际的，相对史前时期和其他案例所揭

示的百年 - 千年尺度的气候变化，有很大的不同。不同时间尺度的气候系统、对应不同空

间范围；不同时、空过程气候变化有不同的机制。例如在全新世尺度上东亚季风区，温度

与降水是同步的（湿热同期），但是十年 - 百年尺度周期变化上，或者出现北干、南湿或

者北湿、南干，甚至出现湿 - 干 - 湿的“三明治”型分布 [97,98]。

另外从全球范围来看，气候变化在一些地区已经成为社会危机的驱动力，但在其他

地区气候变化程度依然可以维持区域经济文化发展，这与气候影响生态植被演替的过程相

似且有关，最早响应气候变化的区域是植被生态位的边缘区、也是敏感区 [99]。从某些具

体的社会变革事件看，好像更直接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或者过高估计了气候的影响 [36]，

但从长期的时间序列、统计分析可以揭示出人地关系不同层次的关联规律。因此，要把这

些假说上升为理论框架，需要打通不同时间、空间尺度气候 - 文化动态关系，一个重要的

途径是量化研究。

4.1.2 气候 - 生态 - 文化量化关系的统计检验范式

有关年际 - 十年际高分辨率定量古温度、古降水重建，在材料和方法方面都取得了新

的进展，获得了许多可靠的、量化的 2 kaBP 以来的古温度和降水记录 [100,101]，但是如何量

化社会变化的过程一直是个难题。

方修琦等定量分析了过去 2130 a 气候变化与中国不同朝代相关的宏观经济周期的关

系 [22]。将气候和社会变化的研究基于一系列以 10 a 为分辨率、长达 2000 a 的经济代理数

据，统计分析发现存在 100 a 和 320 a 两个优势波段（周期），经济与气温和降水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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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对经济的影响是一种驱动响应关系，伴随人类在多尺度上的主动响应和影响。从更宏

观的视野来看，经济周期的气候驱动受到社会记忆、技术进步等更大、更慢的过程的调节。

时间尺度越小，区域差异越明显。李峯等通过对 1470~1911AD 这近 500 a 中国 3 个

农业生态区（水稻、小麦种植区和牧业区）气候、灾害、农业、内乱等开展定量分析 [20]，

探究中国周期性旱涝灾害与内乱的对应关系。他们采用 Poisson 回归分析和小波一致性分

析检测两者关系，结果显示旱涝灾害显著地诱发了中国历史时期的内乱，但区域差异明显。

在水稻种植区，洪涝在年际和数十年际时间尺度引发内乱；在小麦种植区，洪涝和干旱均

在年际和数十年际时间尺度引发内乱；牧业区的内乱只在数十年际尺度与洪涝相关。此外，

在数十年际时间尺度上，3 个农业生态区的旱涝事件只在人口密度不断增加或处于相对区

域承载力较高的时段内和内乱显著相关，指示气候 - 战争的对应关系明显受地区因素如自

然环境及人口压力影响。

定量化的统计检验研究结果，相对变化节点的经验对比更客观，不仅可以了解统计

误差范围、事件发生的概率大小，更重要是可以进行不同数据的可重复检验 [102]。

4.2  近 100 年以来工业革命时期气候变暖场景

近百年以来的气候变暖，目前既没有达到 20 kaBP 以来温度最高的高度，也没有达

到最快的变化速度和最大的变化幅度，但是人类社会依然感觉到气候变暖的压力和威胁 [3]。

与史前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场景不同的是，近百年气候变暖过程被认为极其可能是人类

影响造成的，是否有自然气候周期性贡献是有争议的 [103]。由于自然气候系统的复杂性、

模拟预估的不确定性以及系统的人类器测记录也仅有近百年的历史，首先需要了解今天的

气候变化是否有长期自然周期气候变化的信号。

最近，来自我国东北小龙湾玛珥湖过去 5350 a（止于 2005 AD）的沉积年纹层花粉记

录，揭示了气候冷、暖变化存在约 500 a 的自然周期。其中，近百年来的全球气候变暖位

于最近一次 500 a 周期的暖相位上（图 3），如今的气候变暖，“极其可能”叠加了自然

周期的变暖过程 [103]。

在 20 世纪末我国西北干旱区年降水量显著增多，施雅风先生认为我国西北干旱区正

在发生从暖干向暖湿的气候转型 [104]。这次气候转型是人类活动影响还是自然周期变化的

继续，事关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崔安宁等基于对青藏高原北部湖泊年纹层沉积物孢粉分

析，通过孢粉 - 降水转换函数定量重建了该区过去 1656 a（350 AD 到 2006 AD 止）的降

水变化，发现降水变化过程主要受 3 个自然周期的调控，分别为约 200 a 周期（与西风带

有关）和 88 a、60 a 周期（与亚洲季风有关）。目前这 3 个周期大致都处于降水开始增加

的相位上，可用来解释近年来降水的转型 [100]，说明年际 - 十年际自然气候周期依然在现

今的全球变暖过程中起作用。

毫无疑问，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造成大气温度增加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温室气

体一直线性增加的驱动下，依然存在年际 - 十年际气候自然周期变化 [105-107]。如何区分和

量化近百年以来全球变暖过程中自然和人类的贡献，仍存在技术方面的困难。

无论自然和人类因素分别有多大的影响，今天的气候变暖已经成为科学、社会、公

众高度关注以及政府间博弈的全球性话题。与历史时期重点研究气候变化与社会动乱、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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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更替关系的案例不同，目前大量的气候经济学研究应运而生，例如《气候变化经济学》

《气候金融》《贸易与气候变化》等 [108-110]。

经济学家在建立气候与社会经济文化周期关系的过程中，同样遇到如何量化社会经

济周期的指标问题。瑞·达利欧教授提出了 8 个社会大周期的量化指标 [111]，包括教育、

竞争力、创新和技术、经济产出、世界贸易份额、军事实力、金融中心实力和储备货币地位。

通过考察这些指标，他发现存在 3个至关重要的周期【50-100 a长期和约 8 a短期债务周期、

内部秩序和混乱约 100 a 周期、和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周期长度取决于各国财富与权力

的竞争力）】与创新和自然灾害一并构成了 5 大决定性力量，驱动一个可以跨越百年的巨

大的社会兴衰周期，每个国家都曾经和正在经历这样的周期，不同国家可以处于周期的不

同阶段（相位）。

虽然瑞·达利欧考虑到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会在导致经济崩溃、加速帝国和王朝的

衰落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他承认自己不是气候方面的专家，乐意相信周期性气候变化在他

建立的周期律中起作用 [111]。

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都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中，气候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学家都试

图从各自的视角去阐述社会演化中形式多样的周期性规律。如何探究人类社会周期性兴衰

背后的驱动机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近年来共同努力的方向。

图 3  中国东部小龙湾年纹层孢粉分析揭示的 5350 年以来的温度变化示意图
Fig.3 Temperature changes since 5350 years ago revealed by annual stratigraphy pollen analysis in 

Xiaolongwan Lake, Eastern China
该图显示，近 100 年升温过程位于 500 年自然周期的变暖相位上；a. 谱分析结果；b. 气候变化曲线（据 [103]）。indicating a 

warming process in the last 100 years,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warming phase of the 500-year natural cycle. a. spectrum analysis results; 

b. Climate change curve (by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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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期性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适应性循环机制研究

历史事件是在短期内看似没有规律的偶然现象，但放在一个更大的时间尺度和空间

尺度内，可能看出它的潜在周期性规律，虽然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在押韵。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有关人类活动 -气候环境变化关系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假说或“理

论”，从环境决定论、生态论、唯意志论到文化决定论等 [14,112-116]。有人用研究自然生态

系统演化的思路去分析人类社会的周期性发展，但是会忽视人类社会的发展能力及其在社

会系统中存在反身性、灵活性和跨尺度互动，特别是人类有能力做出前瞻性的行为和有能

力设计对生态系统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如果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就难以真实理解气候 -
人类关系系统是如何周期性运行的。

Gunderson 和 Holling 提出了扰沌 (panarchy) - 适应性循环模型 [23]，在解释不同时间

尺度社会 - 气候周期性变化问题方面，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适应性循环模型指出了

社会 - 气候系统发展的 4 个阶段（r、K、Ω、α），并指明了 4 个阶段的状态特征和系统

变化阈值。从 r 到 K 的过程将生产和积累最大化，以发展和稳定为主，系统基本上是确定

的、可预测的；从 Ω 到 α 的过程以创新和分类最大化，以改革和更新为主，系统是不确

定和不可预测的（图 4）。

扰沌提供了跨越尺度的联结模式，反映了适应循环的嵌套性，不同时间尺度的气候

变化和社会发展周期环之间是相互嵌套的，小的系统中存在的环可以嵌套在大的系统环上。

图 4  扰沌 (panarchy) 连接，多个尺度上的关联适应
循环 [23] 

Fig.4  Panarchy connections, linked adaptive cycles 
at multiple scales[23]

分微弱，在微不足道的干扰下，会导致系统出现巨大危机和转变；α 阶段（更新）系统进行重新组织，过程具有高度不确定

性，有可能重复上一循环，也可能进入新的不同的循环。Originally published in 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Edited by Lance H. Gunderson and C.S. Holling 2002. Permission Island Press[23]）. r, K, Ω and α Explanation: r stage 

(growth) , the connectiv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increase in r stage, and begin to accumulate natural resources and social capital; K-stage 

(accumulation), the resources gathered in stage K are increasingly fixed by the system, and the control force becomes increasingly stronger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nnection degree of the system; Ω stage (reorganization) with the over connection and rigid control in K state, the 

resilience of the system decreases and the accumulation becomes very weak, under insignificant interference, it will lead to great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ystem; α stage (update) system is reorganized, and the process is highly uncertain, it is possible to repeat the previous 

cycle or enter a new and different cycle.

图中 r、K、Ω 和 α 解释：r 阶段（生长）系统的连接度和稳定

性增加，并且开始积累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本；K 阶段（积累）

聚集的资源越来越为系统所固持，随着系统的连接度增加、

控制力也越来越强；Ω 阶段（重组）随着 K 状态过度连接和

僵硬的控制，导致系统的恢复力 (resilience) 降低，积累变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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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察环之间的嵌套点，就要注意 K 状态。小的环如果以 Ω（重组崩溃）状态嵌套在大

的系统的 K 状态时，称为反抗，这种反抗的积累有可能使得大的系统的 K 状态崩溃，造

成部分影响全局。另外，如果小的环处于 α（更新重生）过程中，那么更大级别的 K 状态

将会影响小系统的重建方向，造成全局控制部分（图 4）。

Rosen 等利用适应性循环模型解释了新仙女木采集者的适应性问题，认为在整个末次

盛冰期（LGM）、博林暖期（BA）、新仙女木（YD）小冰期和全新世早期，地中海东

部的黎凡特采猎者的响应过程分别与中尺度适应循环的 α、r、K 和 Ω 相对应 [35]。

基于中国的长达 2130 a 的、分辨率为 10 a 的经济代理数据和气候记录，方修琦等利

用适应性变化理论分析了王朝演替的自适应周期，发现几个长期朝代（汉、唐宋、明清）

的经济表现都经历了帝国规模的 α、r、K 和 Ω 阶段的适应周期，并与周期性的气候变化

相互作用，揭示了气候对中国历史社会演化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多尺度

的驱动 - 响应关系 [22]（图 5）。

相对来说，适应性循环模型是目前揭示周期性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周期性兴衰关系

的较全面的概念模型之一。地球系统科学的最大挑战是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体现人类

活动动力学与生物物理动力学充分结合起来，通过物质、能量、生命、信息等动力链条的

交流，打通时间隧道、圈层隔离、空间局限、揭示圈层相互作用过程，阐明自然界和人类

文明在不同尺度上的动态协同演化关系，需要不同学科全力以赴、负重致远。

图 5  自适应循环模型分析气
候变化在中国近 2000 年以来
宏观经济周期和朝代周期中

的作用 [22]

Fig.5  The adaptive cycle model 
used to analyze the role of 

climate in the macro-economic 
and dynastic cycle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2000 a[22]

从上到下： 1）α、r、K 和 Ω 分别代表自适应周期的 4 个阶段 [23]；它们同时也对应图中第 2 排的不同王朝； 2）彩色条表示

中国百年尺度的暖 / 冷期 [18]；3）适应周期中每个主要王朝的阶段；4）各朝代皇帝在适应周期中所处的阶段；这 8 个圆圈代

表 8 个漫长的朝代：西汉（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5 年）、东汉（公元 25 年至 220 年）；唐（公元 618-907 年）；北宋（北

公元 960-1127 年）；南宋（公元 1127-1279 年）；元（公元 1234-1368 年）；明代（公元 1368-1644 年）；清朝（公元 1644-

1911 年）。From top to bottom: 1) α, r, K, and Ω represent four phases of the adaptive cycle, respectively[23]; here, they also refer to 

the dynasties identified in the second row of the figure; 2) the colored bar indicates centennial-scale warm/cold periods in China[18]; 3) 

the phase of each major dynasty in the adaptive cycle; 4) the phase of Emperor in each dynasty in the adaptive cycle; the eight loops 

represent eight long dynasties: the Western Han(W. Han, 206 BC-AD 25), Eastern Han(E. Han, AD 25-220); Tang(AD 618-907); 

Northern Song(N. Song, AD 960-1127); Southern Song(S. Song, AD 1127-1279); Yuan(AD 1234-1368); Ming(AD 1368-1644); and 

Qing(AD 1644-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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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结

了解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文化的可能影响，是 21 世纪重大的科学挑战之一。自然和

人类社会是两个复杂的系统，旧、新石器以来不同场景、不同时间尺度周期性气候变化和

人类社会兴衰发展的关系、过程和机制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对新石器以来的人类社会（文

化、文明、帝国、王朝等）周期性演替的驱动机制的认识，人文社科领域学者多从社会内

部发展驱动找原因，自然科学领域学者多从外部周期性环境变化驱动找原因。开展社会科

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交叉研究 , 形成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范式，是深入研究的关键途径。

新的研究范式涉及到研究理论、方法、技术、应用的变化和突破，无论是气候变化

研究还是社会文化发展研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把传统的、零散的定性描述证据转

变为定量的（变率、速度、幅度、阈值）连续的时空变化序列，充分考虑数据的多源、多

尺度、高维、复杂时空依赖性；2）把个案讨论汇入大数据统计检验中，把不同时间尺度

周期性、事件性叠加的气候 - 文化现象、节点，通过贝叶斯、概率推断等统计方法区分出

来；3）系统开展历史和史前时期不同场景中文化的代表性标志和定量化方法研究，建立

人类活动、文化变迁与温度、降水、生态环境变化的线性 - 非线性关系与模型；4）古气

候变化研究并不只是为解释过去古人类活动服务的，应该是与考古学文化研究一起，为地

球系统科学研究提供多圈层相互作用的证据。

最近几十年，新证据、新方法和新突破已经加深了人们对周期性气候变化与人类活

动关系的理解。仅从我国古代人类发展与气候背景关系看，气候增温有利有弊，周期性气

候变暖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快速气候环境变化（变暖、变冷），一旦超出

人类文化的应对（弹性）能力，将直接威胁着人类生存安全；减缓气候变化速度，是正确

的选择；自然界存在多种尺度的气候变化周期，今天的气候变化有自然周期变化延续的背

景，今天的气候变暖要考虑自然气候变化的贡献。

致谢：感谢靳桂云教授的宝贵意见；感谢贺可洋、崔安宁博士对本文提供的大力支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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